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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五四”时期的文化之争中，杨明斋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批

判梁漱溟的“用中国文化儒化西方文化”、梁启超的“孔孟之道已包含社会主

义”、章士钊的“农村立国主义”等文化保守主义观点。他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儒

学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关系，指出儒学是建立在封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基础之

上的社会意识形式，儒学对封建经济、政治制度的维护，使中国封建社会得以长

治久安。同时，他还看到，随着近代中国经济形势的改变，儒学已经不能作为主

导意识形态适用于近代中国，但其中的优秀部分仍然具有实用价值。杨明斋对

儒学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认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对

于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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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明斋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做出

重要贡献的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曾称他“万

里投荒，一身是胆”。周恩来称赞他是一位受

人尊敬的“忠厚长者”。事实上，杨明斋不仅是

一位革命家，更是一位对文化问题有独到见解

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五四”时期的东西文

化之争中，杨明斋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方法对传统儒学进行评价，在当时社会产生了

较大影响。本文拟从杨明斋对文化保守主义儒

学观的批判，对儒学与中国封建社会之关系的

论述，以及对儒学与近代中国社会关系的认识

三个方面，对杨明斋的马克思主义儒学观进行

初步介绍，以求教于学界。

　　一、对文化保守主义儒学观的批判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一股文化保

守主义思潮，它向新文化运动发起了挑战。

１９２１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主

张用中国文化儒化西方文化；１９２２年梁启超撰

写《先秦政治思想史》，提出孔孟之道已包含社

会主义，根本不必学习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章

士钊的《农国辩》则宣传“农村立国主义”，意图

证明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面对文化保

守派对儒家文化的捍卫和对马克思主义的非

难，杨明斋在１９２４—１９２９年间，先后撰写《评中

西文化观》和《中国社会改造原理》，运用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文化保守主义儒学

观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１．批判梁漱溟对孔子人生观的错误解释

杨明斋对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始于对梁

漱溟以“意欲决定文化”为核心的唯心主义文

化观的批判。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断

定孔子的人生观是以“调和”为基调的，“孔子

的话没有一句不是说这个的，始终只是这一个

意思———调和”［１］。他所说的“调和”是通过比

较中国、西方和印度的文化得出的。梁漱溟认

为，文化就是生活的样式，生活是未尽的意欲的

满足与不满足。他将生活划分出三种不同的路

向：一是本来的路向，对生活采取奋斗的态度，

改造局面，使其满足我们的要求；二是意欲调和

的路向，遇到问题不去求解决，不想奋斗去改变

局面，而是采用回想的随遇而安的态度；三是遇

到问题，根本不想着去解决，而是根本取消问题

或要求的路向。西方走的是第一种路向，以征

服自然的态度发展科学，满足意欲；印度走的是

第三种路向，从根本上取消意欲；而中国走的是

第二种路向，以儒学为核心，遇到问题时，调和

自己的意欲，以求随遇而安。他将孔子的人生

观描述为“调和为中国文化全部的精神，直觉为

儒家唯一的精神”“儒家尽用直觉绝少讲理智”

“孔子所说‘仁’也是个敏锐的直觉”［１］。

杨明斋对梁漱溟的儒学观进行了批判。首

先，杨明斋站在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揭示梁漱

溟文化观的唯心主义实质。他明确指出，“人

类的意欲并不是生活的根本，更不是产生文化

的本因。人类生活的根本，原来就是那些养生

的物质。意欲是人类生理之要求借神经系的一

种表现。他受生理之要求的支配且倾向物质之

美”［２］９。其次，杨明斋反对梁漱溟的“人生三路

向”说，提出“人类的意欲只有前进求荣、脱痛

苦的一个方向，并无向后走的路向”［２］１０，认为

中、西、印的意欲并不是调和、前进、后退三个不

同方向，而是当遇到特别的境遇，可能会乱了步

骤的前进。再次，杨明斋坚持从物到感觉和思

想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路线，对梁漱溟的直觉论

进行了批判。他辨析了梁漱溟所提到的三种认

识活动：感觉、理智、直觉，指出感觉是生理的自

然反应，理智是由经验和习惯得来的，“直觉是

不自觉取用非意识里隐藏的经验”［２］８２，三者在

·０２·



张三萍，等：杨明斋的马克思主义儒学观探析

人们获得知识的过程中的顺序应该是感觉为

先，理智次之，直觉为最后。直觉是“顿悟的结

论”，和中国所说的“悟性”的作用类似，直觉必

须通过想象记忆加工等过程才能得到。梁漱溟

赞美直觉，贬低理智，说儒家只用直觉不用理

智，其实是对直觉概念的错误理解，他把情感当

作直觉，把理智理解为刻薄无情卑鄙算计的心

理。杨明斋指出，如果合理理解直觉和理智，那

么“儒家用理智比较直觉还要多得多”［２］５０。

事实上，就当时而言，并非杨明斋一个人反

对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宣传实用主义的胡适也

曾质疑过梁漱溟的“人生三路向”，认为梁漱溟

犯了“笼统的大毛病”［３］１２３，并认为“简单的公

式决不能笼罩一大系的文化”［３］１２５。梁漱溟的

好友李石岑也反对梁漱溟的说法，他运用逻辑

方法，分析梁漱溟观点上的逻辑漏洞，并认为

“世界文化，无论西洋、印度和中国，都只是朝

前面走的，不过走法不同，或者走的快慢不

同”［４］。比起胡适，杨明斋和李石岑等马克思

主义学者的分析和批判更切中要害。

２．批判梁启超“孔孟率先发明三大主义”

的观点

梁启超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另一重要代表人

物，其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判定中国在先秦

时期已经具有世界、平民、社会三大主义的特

色。梁启超以“中国人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

承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儒学在政治上提

倡“平天下”，进而得出中国没有“国家主义”而

有“世界主义”和“反国家主义”或“超国家主

义”的结论，并且认为“国家主义”是“常利用人

类交相妒恶之感情以灌溉之”［５］２，其“愈发达而

现代社会杌隍不安之象乃愈著”［５］２。他还认

为，孔孟早就发明了社会主义，他说“我国最大

特色在注重生计之分配，而生产论次之。欧洲

所谓社会主义者其倡导在近百年间，我国则孔

墨孟荀韩以至许行白圭之徒，其所论列殆无一

而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故全国人在比较的平

等组织及条件之下以遂其生计之发展。世界古

今诸国中盖罕能与我比者”［５］６。针对梁启超的

这一观点，杨明斋从三个层面进行了批驳。

首先，杨明斋批判其不仅曲解了“国家主

义”，还混淆了“平天下主义”与“世界主义”。

“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都是经济历史的产

物”［２］９７，各国相互对立、社会不安的现象并不

是“国家主义”导致的，而是由于经济原因造成

的。“平天下主义”是除去干涉人的东西———

经济、法律、宗教等，通过人人提高自身修养，达

到自治效果，国家不用治理，就能达理想状态。

“欧洲所谓世界主义有两种见解：（一）是属于

经济的，即国际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二）是

属于宗教的，即基督教义。无论是经济的或宗

教的世界主义，都是取干涉主义的。”［２］１０１故“平

天下主义”与“世界主义”不同。

其次，杨明斋指出梁启超把“平民主义”和

“民本主义”也混为一谈，并认为中国两者都具

有。杨明斋指出，“平民主义”形成的条件是必

须经历贵族、诸侯、平民、奴隶等等的“阶级制

度”的崩塌、灭亡。而梁启超说中国社会人人

平等，没有阶级差异。他既然不承认中国有过

“阶级制度”，那么何来“平民主义”！况且，“民

本主义”是以民为本，以群众为本，民本主义并

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杨明斋还认为中国没能产

生“平民主义”，是因为受儒学教育的人不想改

革社会，没受教育的人又没有能力改革社会，以

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制度”没能崩塌。

再次，杨明斋认为梁启超混淆了“社会主

义”与“社会政策”的概念。杨明斋承认，“中国

历代之土地制实有社会政策的色彩”［２］１１０，“王

莽时曾禁买卖田，使贫而无田耕种而纳收获之

几分于富人”，但“这并不是社会主义，只可谓

·１２·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　第２２卷第５期

一种社会政策而已”［２］１１２。“社会主义”产生的

条件是要打破资本私有制经济，而中国封建社

会的小农经济根本没有产生过这种资本私有

制，更不用谈打破了。杨明斋评价梁启超只是

为了附和当时的西方社会热词，“而硬拿什么

‘同情心’与三大特色主义———世界、平民、社

会———等等以来取悦社会”［２］９４。

３．批判章士钊“以农立国”论

另一位复古派代表人物章士钊在《农国

辩》中，将农业国和工业国的政治、经济相比

较，阐述了其“以农立国”的观点。他称赞农业

国在经济方面，生活尚俭，人民节欲不起贪心；

能以国内土地人口的多少，平均生产分配自足，

不和外国起经济上的争夺。在政治方面，相比

言建设、争物质、求进步、爱平等、讲幸福的工业

国，农业国戒争，守静无为而自治，更加重阶级、

修礼仪、务苦行、让人情、守伦理。章士钊还认

为中国不应盲目提倡科学，把旧的尽唾弃，中国

需长为农国，欧洲各国也该变工为农。他说，工

业国之间的战争是为了争夺农业国殖民地，工

业国是霸者，农业国是养育霸者。

杨明斋评论章士钊是“只见人之恶而不觉

己之弊”［２］１６７。首先，杨明斋用经济基础决定上

层建筑的唯物主义观点阐明，生活尚俭和“农

国不摄国外之利益以资邑注者”并不是社会风

气导致的，是国内经济条件决定其不能，而不是

不要。“那些中下户农民和不很阔绰的工商以

及穷读书人，的确是节欲，但是他们的节欲是被

经济条件所逼迫的，不得不节。”［２］１６３而且，他还

举反例，中国的官僚富户阔家子弟多半是极奢

纵欲，外国的奢侈品遍布中国各地等，推翻了章

士钊所说的中国是“尚俭的农国”这一论断。

另外，杨明斋用国内“富者家有粮万石，而贫者

夏则食粮与草根糟糠，冬则冻恶而死于壕

沟”［２］１６０，证明农国并非“取义在均”。

其次，杨明斋就章士钊直接将我国跟农业

国画上等号，笼统地说“农国戒争”，提出质疑。

杨明斋用唯物史观看待历史，指出我国并非

“戒争”，中国每隔一两百年朝廷必有暴政起

义、占山为王、强盗豪杰之乱；欧洲还未成为工

业国之时，也曾经历农业国阶段，那时就有封建

吞并、宗教信仰等引发的战争；此外，中国人恶

诉不能作为戒争的论据，恶诉是因为我国法律

不够完善，遇到诉讼案严刑拷打，常以“人情”、

金钱了结诉讼，以至于诉讼费超过本案所值。

再次，杨明斋批驳了章士钊对科学的偏见，

指出反科学者，未能辨别历朝阉人制度、皇帝嫔

妃数千、幼女缠足等“真淫巧”，反而将能救助

凶年天灾的科学看作“淫巧”。“章君的主张明

是去找黑暗绝向不通的小道走，要把人类世界

的生活延长黑暗。”［２］１７９

最后，杨明斋指出“返农”无法施行也不可

能施行。究其原因，一是中国仅靠农业抵抗自

然环境之力，终会受自然的淘汰；二是工业业已

进入中国，铁路纺纱厂不可能去除。

　　二、对儒学与中国封建社会之关系

的论述

　　杨明斋对儒学的认识不是仅局限于批驳文

化保守主义的言论，他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方法论述了儒学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关系。

杨明斋从儒学产生的时代背景着手，用唯物史

观阐明了儒学产生及其在中国封建社会保持思

想统治地位的原因，并说明儒学对封建社会长

治久安的维护作用。

１．儒学的产生及其在封建社会居统治地位

的原因

杨明斋认为，“构造文化之工作是自然与

人事，他自身的成分是情和理。原来是人生所

有的问题不外对自然及对人之关系的解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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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两种问题不外用理或情或理情并

用”［２］１８８。他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了当时社会的

主要矛盾，从而对儒学的产生做出唯物主义的

解释。

孔子生活在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制度处于

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时期。由于争夺

“社会所有权”，诸侯兼并，赋税苛征，人民颠沛

流离，民不聊生。可见，孔子时代社会生活的主

要矛盾不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而是人与人的矛

盾。孔子正是希望能够缓和人与人之间的矛

盾，人类不再自相残杀，君臣、父子、兄弟、夫妻

都能以礼相待，完成他救世的理想，于是创立了

儒学。他借用人类日常生活活动，施行仁教训

练，要求人们做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

妇从、君仁、臣忠、朋友相信，从而实现“不忍”

和“留情”的生活状态。

杨明斋还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

论阐明了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保持思

想统治地位的原因。

其一，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的经济变迁，农

业经济历四五千年不变，当上层建筑和经济基

础相互适应时，上层建筑不会轻易变化，所以中

国人的精神信仰也没有变化。上层建筑又反作

用于经济基础，儒学“不理俗事、不讲经济”的

教育理念对政治经济的影响也是封建社会一直

停留在农业经济时代的原因之一。

其二，中国人完全靠历史经验生活，经验父

传子、师传弟，一代一代传下去，越是环境变迁

之时，越要用旧的经验解释现实问题。当经验

能够解释社会变化时就自然不会要求改革；当

经验不能应付环境挑战时就把它看作自然的，

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治一乱

自古皆然”“乐极生悲，否极泰来”等让人相信

天理本该如此，非人为能改变。“回顾取譬”和

“苟安与循环”的心态，造成了文化的“历史的

循环”。

其三，儒学能被定为一尊是“在他提倡实

地训练之达到仁义之伦理的组织，其组织中最

重要的是家族，这是儒家人情文化之特色。假

使他没有伦理的组织空倡仁义道德，老实说，中

国两千余年来的文化就不能够被儒独尊

了”［２］２１２。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一家一户小

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下，家庭既是生活单位，又是

生产单位、教育单位，家庭既是自然组织，又是

社会组织，所以家庭、家族在中国是一支十分重

要的力量，儒学正是借助了这种强大力量在封

建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

２．儒学对封建社会长治久安的维护

毛泽东强调：“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

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

相。”［６］杨明斋坚持用唯物史观看待儒学文化，

认为文化是长时期复杂因素构成的，要从大多

数平民生活中去考察它，有所得，再拿它与书本

上的文化比较，用归纳的方法看出是什么文化。

由此，他得出结论：儒学是一种维护封建专制的

宗教。他指出，“儒家既掌政治大权，除非是自

己革自己，不然则只有更换君主，并无所谓革

命”，“所以若是儒家主张改革及打破君臣之

义，那乃是非儒，为大逆不道”［２］１０９。李大钊、陈

独秀等早期共产党人也曾指出孔教对封建专制

制度的维护。李大钊说：“孔子者，历代帝王专

制之护符也。”［７］在对于儒学是否为宗教的问

题上，陈独秀认为，“宗教的实质重在灵魂的救

济，出世之宗也。孔子不事鬼，不知死，文行忠

信，皆入世之教，所谓性与天道，乃哲学，非宗

教”［８］１９１。但杨明斋对此有独到见解，他认为人

类生活离不开信仰，即使没有统一形式的宗教，

也肯定有一种迷信或者系统的伦理来代替宗教

的角色，儒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普遍信

仰。他认为，“儒家的教义实在是一种宗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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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其组织与教义不同罢了”［２］３２。

一方面，从儒学内容本身来看，孔子创立儒

学的初衷是为了缓和“社会所有权”之争带来

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他以“情”字为出发点，

创造了以忠、孝、悌、忍、善为准则的君臣、父子、

兄弟、夫妇、朋友五伦关系，并借助国家、家族、

朋友的组织施行“仁”的一系列教育。具体来

说，儒学的那一套教育，一是“正名”，让所有人

明确自己的身份，即分尊卑大小上下等差，如

“名不正则言不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二

是让人“安命”，如宣扬“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

类安身立命的思想来麻痹贫民。在封建社会有

两大阶级，士和官僚绅士等为一阶级，农工商和

贫民等为一阶级，“所有幸福虚荣名誉等差不

多都被官僚绅士士子占尽了，所以常说‘有富

就有贵，富贵相连’”［２］２２５，并且士阶级羞于与农

工商为伍。虽是遭到如此不公平对待，但是由

于习惯成自然，“农工商习惯了这种环境，便以

为是‘自然’了”［２］２２６，就死心塌地地过自己的

生活，不指望通过教育或者国家政治改变阶级。

三是儒学极力宣扬“留情”“不忍”的为人态度，

用“情”来缓和各种矛盾，从而维护各个阶层的

稳定和整个封建社会的安定。例如，“像什么

同榜科取，年兄年弟等类的情分，非常的紧要，

无论遇到什么事说起年兄年弟来是要看情

的”［２］１９４，“所以报答‘提拔’之恩义是不可忘的，

又加上官僚与士界之年兄年弟等类的情结成一

团”“各亲姻也都有情分之义务”“凡事无论公私

遇到知己之朋则必格外表示情分”［２］１９５，等等。

另一方面，杨明斋还着眼于实际生活，观察

到封建统治者运用儒学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中

国封建社会推行儒学的结果，在国家政治生活

方面表现为“无治主义”，“所以事实上两千余

年的政治只有受钱粮兼惩办犯罪的皇室官僚是

与民接触的”［２］２１９，国家只是一个虚名，官自治

官，民自治民。无治政府所做的事基本都是为

了维护皇室的封建统治地位，如以反对迷信之

名禁止白莲教等教会，然而皇室却“求仙拜佛

崇拜喇嘛”，实际禁止的目的不是怕它愚民，而

是怕聚众造反推倒皇室；皇室政府以功名爵位

相赠笼络士子，以帮助其牢牢把握“社会所有

权”；封建统治阶级以威仪阵容威慑群众，加固

等级尊卑意识，让贫民安命、守本分；为加强封

建统治中央集权，八股取士禁锢思想，禁止一切

提倡精神与理性创造的事情，就连戏剧演出也不

能触犯忠孝节义之事，压制人们的精神世界等。

通过上述分析，杨明斋指出儒学并不是恒

常不变的“天理”，其产生和发展都与封建经济

政治制度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对儒学与近代中国之关系的认识

　　杨明斋对儒学的认识是全面具体的，他既

分析了儒学与中国封建社会之间的关系，又研

究了儒学与近代中国之间的关系。在儒学与近

代中国的关系方面，杨明斋运用唯物主义辩证

法看到了儒学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坚定地认为

儒学已经不适用于近代中国发展，另一方面，他

又看到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并进而提出应该

秉承一种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待儒学。

１．儒学不适用于近代中国的原因

杨明斋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

指出，儒学在中国生存两千余年而不变，人民习

惯了农业生产的经济组织，所有的政治、道德、

法律、思想都变成了一种习惯，但是如果破坏这

种经济组织，“不用说其法律政治思想道德习

惯不适用，并他的伦理恐怕也要去一大

半”［２］２４８。他还利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

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分析，人类演进历史

经历了四个阶段：渔猎、畜牧、农业、工业，每个

阶段人类生活的物质资本都要有与其适应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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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知识，人类从畏惧自然到利用自然的过程，由

农转化为工，就产生了新世界。新世界出现，旧

世界自然就会崩坏。

具体来说，近代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使中国

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为工业生产方式，生产力

水平提升，商品种类更加丰富，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断提升。生产力的大变动带来思想上的大变

动。农业时代盛行的儒学不讲经济、俗事，故其

生产知识多由家长或者师父传授，但是新世界

的生产发展要求大量的人才，工业时代要求大

规模的学校教授技术、知识。这时社会就分为

两个新旧知识阶级，旧知识阶级是举着儒学大

旗的农业时代读书人，新知识阶级是接受自然

科学的人。旧知识阶级的读书人在工业新生产

的洪流中，有坚持者，也有赴西方学习后著书立

说的救国者，还有干脆随着潮流学习新知识者。

在社会秩序方面，儒学宣扬自修，“农业时

的秩序随着家庭集中的经济而寓于家庭，因此

以风俗尚古训道德可维持者居多，故其法律简

单，亦可为治”［２］２４９。但是工业时代的经济是以

工厂为团体，具有社会性，沿袭儒学的人情代法

已经不能维持社会的安定，于是新的政治、法

律、道德就产生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变迁，工业

的发展使得社会交往增加，男女交际机会增多，

“三从四德”的道德标准自然不可能再适用。

经济形势已变，旧的政治、法律、道德自然也会

随之失效。

２．儒学对于近代中国的价值

杨明斋并非全盘否定儒学的价值。他说，

“一般人之过于轻视中国文化，以为全是僵石，

没有存在的余地，这固然是错误；但是更有一

般人过于尊重它，极力地拉笼些好听的新名词，

硬加到它身上去 ……把本存的价值抹杀了。

这明明是作贱中国文化”［２］１９１。他坚持用辩证

法客观评价儒学对于近代中国的价值。

首先，杨明斋对儒学思想核心———“仁”持

赞同的态度，并对“仁”进行了解读：“一、仁是

人类行为的一种结论。二、是指人之关系上而

言并不是使他去对自然。三、完全是出于人

情。”［２］２０１杨明斋认为，孔子所提倡的“仁”是希

望人们能互相原谅，做到“不忍”和“留情”，亲

亲仁民，父亲对孩子慈爱，孩子对长辈孝顺，做

臣子忠厚，当君主要仁爱，这在经济条件满足的

情况下是可以做到的，只是后儒把“仁”解读得

太过火了，宣扬“仁者无私心而合天理之谓”

“仁义礼智我固有也”，意图使人做到毫无私

心，但是人活着受生理需求的约束，最终展现出

来的是“仁”的效果与经济条件正相关。例如，

渔猎时代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比不上畜牧时

代，其“亲亲仁民爱物”也比不上畜牧时代；畜

牧时代的经济不如农业时代，其“仁”的效果也

不如农业时代。正是由于根本不可能达到后儒

所说的“仁”，这才使本来有用的礼教走向了

虚伪。

其次，杨明斋对于儒学所提倡的部分传统

道德准则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认为，“忠孝可

谓旧思想真代表”［２］１２３，“孔子要使人富有情感

的生活才提倡孝弟和礼乐，礼乐尤其是作用于

情感的。这话是很对的”［２］７９。他还讽刺社会

对“忠孝节义”的偏见。他说：“今有许多人提

倡再读经与行孔子的理想人生，可是他们都要

回避社会的锋芒，不愿再提倡忠孝节义，最奇怪

的是自民国招牌挂起来后，社会上的报纸杂志

论文专著等差不多一致把“忠孝节义”四字不

谋而合的作为‘大讳’了，以为我们已经是民国

了，不便再提‘忠孝’二字了。其意思好像是不

谈‘忠孝’，这便是‘民国的国民’了。”［２］２１３杨明

斋认为，儒学提倡的“忠孝节义”并不全是糟

粕，某些部分仍有传承必要。陈独秀也说：“记

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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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恕之道不足取……士若私淑孔子，立身行己，

忠恕有耻，固不失为一乡之善士，记者敢不敬其

为人。”［８］２２２可见，早期共产党人对于儒学中的

道德标准也有类似的看法。

再次，杨明斋对孔子鼓励求学的观点和学

习方法也是认同的。他批驳梁漱溟说孔子的思

想来源于直觉，支持“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

则殆”的学习方法，强调理性思考对于学习的

重要性。另外，杨明斋认为，孔子“学而时习之”

等鼓励人读书学习的思想也值得后人采纳。

综上所述，杨明斋的马克思主义儒学观是

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批判文

化保守主义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儒学与中国

封建社会、儒学与近代中国的关系进行分析而

形成的。杨明斋的马克思主义儒学观不仅在

“五四”东西文化论战时期帮助青年人解决了

文化疑难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

传播，而且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也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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